2006/11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 余英時、弗蘭克林獲克魯格獎

【楊明暐／綜合報導】 
　　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十五日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 
　　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獲獎時，盛讚他學識非常淵博，而他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作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曾任美三所大學全職教授 
　　一位學者評論余英時獲獎這件事時說，余英時能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大學選為全職教授，這份殊榮已足以證明其崇高地位。然而要談及他的終身成就，他的學識遠比這類生涯方面的成功來得更重要。 
　　現年七十六歲的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一九三○年一月廿二日生於天津，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余英時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一九九○年代初他還獲邀出任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同儕譽為當代最偉大中國史家 
　　余英時著書逾卅部，其內容涵蓋範圍超過兩千年，重要作品包括：《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以上為時報出版）、《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等，最近的作品，為二○○三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同儕形容余英時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在當代以中文創作的歷史學家中，其作品最廣為流傳」。他是同時在中美兩個世界工作的知識分子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 
　　在得知自己獲獎後，余英時說他還不知道要如何運用獎金，僅開玩笑表示「有一部分要繳稅吧」。 
　　和余英時一同獲獎的弗蘭克林，現年九十一歲，曾任美國歷史協會會長，現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本身為非裔的弗蘭克林，對非裔美國人的歷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在電視大亨約翰‧克魯格（John W. Kluge）資助下於二○○三年設立的，其目的在「彌補諾貝爾獎之不足」（諾貝爾獎沒有人文獎）。 
　　下月初赴美國會圖書館領獎 
　　克魯格獎授獎對象不分國籍和語言，只要在人文研究範疇，包括哲學、歷史、人類學等，做出重大和深遠的貢獻，即有機會獲獎。二○ ○三年第一屆克魯格獎頒給了波蘭哲學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 lakowski），二○○四年是由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P elikan）和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獲獎。去年則沒有獲獎人。 
　　本屆克魯格獎的得獎人遴選工作從今年春季展開，國會圖書館邀集館內外學者從兩千多位人選逐一過濾。十月，國會圖書館館長召集一個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小組，就最後九名入圍人選進行討論，再由館長親自決定誰能得獎。余英時和弗蘭克林兩人將在十二月五日前往國會圖書館領獎。 
王汎森：他得獎完全實至名歸

【朱立群／台北報導】 
　　「余英時是純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韋伯所說的，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分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昨日如此形容他的老師。他認為，余英時的自由主義信仰背後，有著根深柢固的人文主義傳統，對人的根本主體性有著無可妥協的尊重。 
　　中研院士余英時獲得克魯格獎，王汎森說，余英時對人的根本主體性無可妥協的尊重，反映在他面對極權政權時的態度。他記得，一九八九年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民運人士流亡異鄉，當時在美國普林斯敦大學任教的余英時四處奔走、出錢出力，協助柴玲、劉賓雁等大陸民運領袖；也因為中共政權在「六四」上展現的暴政，余英時當時發誓，不再踏上中國大陸土地一步。 
　　雖然長年在美，但余英時對台灣的關心沒有少過。王汎森說，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發生，台灣島內動盪不安，當時余英時憂心如焚，立刻越洋傳真文章回台，希望台灣民眾沉穩度過難關。 
　　王汎森說，余英時的自由主義不是「唱高調」的自由主義，它有著深厚的中國儒家與西方啟蒙思想的人文主義傳統在背後做為支撐。 
　　余英時的人文主義關懷來自他厚實的學術底蘊。王汎森說，余英時 是一位偉大的史儒，二十年前曾被日本學術院院士島田虔次尊稱為「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中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他中西學術兼治，雖自謙對唐代思想史涉獵甚淺，但進行中的著作《唐代的文人與高僧》已被華人世界學者引頸企盼。 
　　雖然已屆七十六歲退休年齡，但余英時的學術能量依然旺盛，洞見仍舊犀利。王汎森說，余英時常開玩笑表示，「本錢不多了，投資要很謹慎」，因此專注讀書、寫作。「韋伯說，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余英時就是這樣的典型，得到克魯格獎是實至名歸」，王汎森說。

余英時：台灣的民主沒有理由悲觀

【朱立群／台北報導】 
　　美國國會圖書館今天將宣布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為二○○五年「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得主，余英時清晨在美國接到本電話道賀時謙虛表示：「這份榮譽不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中國古代史與近代史整體學門。」 
　　「克魯格獎」素有「人文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今年的克魯格獎除了表彰余英時對中國歷史研究的貢獻，另頒給非裔美國人史史家弗蘭克林。 
　　余英時首先感謝國人對他的關心。雖然長期在美，余英時時刻不忘國內的人文學界與民主政治發展，他認為，台灣自由、多元的氛圍，造就了台灣生生不息的人文學術研究成長。他舉今年獲獎為例，「中文學術論著的寫作已日漸受國際重視，國內學者不應枉自菲薄，年輕一代很有希望。」 
　　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更是余英時念茲在茲，面對國內當前的亂象，他不表悲觀，認為是「從威權到民主的過渡」。余英時不認為可以把當前政治的紛擾歸咎於某一群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民主的文化與傳統，他說，「台灣的民主沒有理由悲觀」。 

2006/11/18《華府瞭望》余英時的不虞之譽

【傅建中】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獲得本年度的「克魯格」人文獎，可說是當代整個中國知識界的盛事，而此一有諾貝爾人文學術成就獎之稱的榮銜，也使余英時在西方學界成為繼胡適之後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國知識菁英大師。 
　　自從紐約時報報導余英時與美國史學家富蘭克林合得今年的「克魯格」獎，共享一百萬美元的獎金後，普林斯頓鎮余府來自世界各地的道賀電話響個不停，連中共的「新華社」都透過一位紐約時報的華府研究員向余英時致意（由於余英時一向反共，支持大陸的民運，「新華社」並未報導他得獎的消息）。 
　　今年的「克魯格」獎由全球二千多位學術界人士推荐候選人，經過嚴格的審核與篩選後，一共有九人晉入決賽，最後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長畢林頓選了余英時和富蘭克林為得獎人。富氏得獎不難理解，一方面他是非裔美人，另一方面他畢生致力研究美國黑人史逾七十年，其成名之作為「從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魯格」畢生學術成就獎的要求。 
　　余英時得獎連他自己都覺得意外，因為去年就有人推荐他競選此獎，但沒能入選，他自揣此生已與「克魯格獎」無緣。當上月下旬畢林頓館長親自打電話給他，向他宣佈得獎的消息並道賀時，對余英時而言，真是「很大的意外」。 
　　事實上余英時會得獎在十月中已露端倪，因為那時畢林頓博士打電話到普林大學找余，本來畢氏要親到余府拜訪余的，余氏謙讓，遂決定透過電話談，沒想到這一通電話竟談了一個多鐘頭，結束時，畢氏對余英時說：「和您談話是場饗宴（a treat）」想來這一席談已使畢林頓決定余英時為得獎人了。 
　　畢林頓評論余英時得獎時說：「余博士的學術極其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力跨越了許多科際（disciplines ），時空和議題，已深深觸及重大問題，和人性的真諦。」 
　　另一評審的學者指出：「余英時曾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大名校任教，顯示了他在學界享譽之隆，可是他實際學術的成就遠較他學術生涯的成功，更為重要。」 
　　余英時並不清楚究竟是那些人推荐他角逐「克魯格獎」，只知道華裔的Paulin Yu（現任洛杉磯加大副校長，蔣經國生前心臟科名醫俞南庚之女）大力支持他競選。余英時謙虛的說，這個獎是對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肯定，尤其肯定了以中文從事學術著述的地位與重要性，因為選拔委員會把這個大獎給了他，主要是根據他的中文著作，而非英文著作。 
　　十二月五日美國會圖書館舉行「克魯格獎」頒獎典禮，屆時余英時 將躍登學術殿堂的巔峰，在他已逾半世紀「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寂寞生涯中，他的夫人陳淑平（名教育家陳雪屏之女）功不可沒。 
　　當然余英時在一九四九年身陷大陸，能幸運的於次年離開中國，選擇定居香港，師從錢賓四先生也是他整個人生的轉捩點；否則，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以余英時對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執著，能否倖存，都不無問題，遑論成為今天諾貝爾人文獎的得主了。但更重要的是， 余英時繼承了中國存亡絕續的傳統，並發揚光大之，而他也以其高潔的人格，保留了知識分子的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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